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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于区域发展越来越重要,这也成为中国各地通过优惠政策“广栽

梧桐,争引凤凰”的根本原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借鉴β-收敛模型,分析高层次人才集聚对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区

域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6年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的区域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就整体而

言,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是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就人才结构而言,大专、大

学及研究生以上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差距收敛均有负向效应。高层次人才越多越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专业

化与其他地方拉开差距。另外,研发投入、交通条件具有正效应;而产业配套、开放程度具有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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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各地区创新能力提升越来越重要。这也成为

全国各地通过优惠政策“广栽梧桐,争引凤凰”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国“抢人大战”风起云涌,以西安为典型代表

的诸多城市竞相出台诸如送户口、送房子、送面试补贴等政策吸引人才,“人才强省”也相继成为各个省份的重要战略。那

么,“广栽梧桐、争引凤凰”的效果,即目前高层次人才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究竟如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各省份积

极推进的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的多寡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从区域比较视角看,高层次人才聚集对于区域之间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差距的收敛或者扩大上的影响又是怎样?本文以 2002—2016 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为例,应用

Barro R J和 Sala-i-martin的β-收敛模型[1],分析高层次人才集聚对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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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关于高层次人才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影响研究,主要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刘易斯(1954)、舒尔茨(1961)、贝克尔(1964)

等学者将人力资本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逐步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2-4]。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贡献的研究比较丰富且研究内容呈现多样性,但是肯定并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就本文研究内容

而言,高层次人才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之所以重要,关键是因为人力资本的作用。Nelsonand Phelps(1966)、Lord与 Ranft(2000)

的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先进技术的应用[5-6];李建求(1999)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产业技术人才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作用显著[7];白景锋(2001)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发现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数量是陕西省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8];杨树兵与朱永新(2002)、赵俊平与王崇胤(2007)均认为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

决定性作用,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依赖高等教育
[9-10]

;史丹和李晓斌(2004)指出人力资本投入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要素
[11]
;

周勇、王国顺、周湘(2006)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区域科技人力资本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科技人力资

本投入利用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是紧密正相关的[12];刘军、陈健、姜彩楼(2008)认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聚集,

抑制了传统产业聚集[13];赵修渝、郭春丽、黄仕川(2010)的研究显示,人力资本、科技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因果关系具有

长期稳定性[14];李思慧(2011)的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对苏高新技术企业能源效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其影响程度在“低

创新强度企业组”明显大于在“高创新强度企业组”
[15]
;刘叶云、朱洪慧(2013)的分析表明,等量人力资本投入对新材料技术、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企业的经济增加值贡献较大,不同人力资本投入方式对不同企业经济增加值的影响是不同的[16];

曾淑婉(2012)指出,在影响我国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中,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最大[17];梅德平、洪霞

(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上看人力资本要素对民营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东部地区人力资本要素贡献

高于中西部地区[18]。 

从已有文献来看,运用宏观或者微观数据、借助统计或计量手段论证高层次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是现有研究的主要

内容。中国经济经过 40 年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已经是明显的现象。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技与创

新,实质上都是以高层人才为核心。高层次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使得各地竞相出台吸引人才政策。因而,高层

次人才差异是高新技术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2 研究方法 

2.1模型选择 

收敛分析是经济领域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收敛模型是分析区域差距的重要方法,其内涵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理论。

在进行收敛分析时,借鉴区域经济学中 Barro R J和 Sala-i-martin的β收敛模型[19],构建如下条件收敛模型: 

 

式(1)中:B 为常数,i 代表某一经济,t 表示某一时点,T 为观察期的长度,Yi,t和 Yi,t-T分别为观察期期末和期初的产出指标,β

则是指向稳态收敛的速度,μi为随机误差项。经过回归计算出来的 β 值,如果小于 0 则收敛,β 值越小说明收敛效果越明显,长

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差距趋于缩小;反之,则发散,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差距趋于扩大。从方程可以看出,β

值取决于初期的变量水平,与其他因素无关。 

Xi,t-T为控制变量。如果系数λ大于零,说明所考察的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变化有正效应;反之,则是负效应。控制变量分别为

研发投入(RD)、产业配套(PO)、开放程度(TP)、交通条件(TR)以及核心观察变量人才结构(P)。对于核心的观察变量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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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按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P1)、初中(P2)、高中(P3)、大专(P4)、大学(P5)、研究生以上(P6)、高中及以下(P7,包括小学

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P8,包括大专、大学、研究生)8个教育层次的劳动力人口,做 8个计量分析。一共 10个计量

模型一方面可以进行比较分析不同人才层次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的收敛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进行模型稳定性的检验。由于

所采用的模型中,自变量均为滞后 T期,降低了内生问题的可能性。 

2.2数据来源 

自变量人才结构与人力资本,选择 2003—2017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的 31个省份劳动力抽样调查中的“各地

区受教育程度人口构成状况”的数据;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研发投入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高技术

产业的统计数据;交通条件、产业配套、对外开放程度的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的铁路里程数、

第三产业比重、对外贸易数据依次计算而得,相关数据进行了可比性处理,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 

3 实证分析 

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篇幅所限,计量模型结果省略),面板模型的判定系数 R
2
及模型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等各项判断指标可以

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稳健性较强。从所有的模型看,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省际差距存在收敛。这说

明,2002—2016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高新技术产业都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其离散系数 2008年开

始有明显下降,从 0.75 下降到 2016 年的 0.45,也可以印证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专业化的区域差距也有缩小的趋势。具体而言,

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指数从 2002 年的 1.36 上升到 2008 年的 2.09,之后下降到 2016 年的 1.54;江苏的指数从 2002 年的

0.99上升到 2011年的 1.74,之后下降到 2016年的 1.48;而浙江总体上处于波动上升趋势,浙江从 0.56上升到 0.68;安徽的上升

趋势相对明显,从 0.31上升到 0.64。 

人才结构。高层次人才的地区不平衡对高新技术产业省际差距缩小不利,是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区域不平衡的原因。从以受

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看,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是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大

小为 0.189,仅次于产业配套。2016年上海受教育年限为 12.57,是江苏的 1.17倍、浙江的 1.18倍、安徽的 1.38倍。2002—2016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小学及以下,初中层次人才的比重逐渐下降,2016年上海的比重最低,分别为 5.30%、29.40%;安徽比重最高,分

别为 27.40%、45.80%。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层次相对较高,因而在模型 1、模型 2、模型 8 中这两部分人才对于高新

技术产业的影响不显著。高中学历层次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收敛有一定的正向效应,不过影响比较小。2016年上海高中层

次人才的比例是江苏的 0.96倍,是浙江的 1.10倍,是安徽的 1.55倍。高中层次人才的离散系数由 0.58下降到 0.20,高中层次人

才比例上海下降而其他三省上升。高中层次人才地区差异的情况得到比较大的改变,因而对于专业化区域差距收敛具有正效应。

大专、大学及研究生以上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收敛有负向效应。同时将人口教育结构分成高中及以下的人才、大专以上

的人才分别分析,高中及以下的人才的影响不显著、大专以上的人才的影响为负效应。这是由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大专以上人才数

量与结构不平衡,学历层次越高,地区差异越大。计算的三省一市大专以上人才数量的离散系数显示,研究生学历层次的离散系数

最大,其次是大学。2016年上海大专层次人才的比例是江苏的 1.18倍,浙江的 1.32倍,安徽的 2.13倍;大学层次人才的比例是江

苏的 2.27倍,浙江的 1.98倍,安徽的 4.18倍;研究生以上层次人才的比例是江苏的 4.27倍,是浙江的 4.7倍,是安徽的 9.4倍。

高层次人才越多越有利于高校技术产业发展,也越能与其他地方拉开差距。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大专以上人才结构不同,上海大学

层次人才的比重最大,而江苏、浙江、安徽以大专人才的比重最大。因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好于其他三省,也得益

于其人才结构更加优化。 

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对于高新产业专业化的差距缩小具有正向作用。长三角三省一市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沿地带,政府、

企业、高校及研发机构都比较重视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离散系数从 2002年的 0.69下降到 2016年的 0.39,省际研发投入差距的缩

小有利于高新产业专业化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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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配套。产业配套对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省际差距收敛具有负向效应。长三角地区的第三产业离散系数从 2002

年的 0.17上升到 2016年的 0.23,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产业配套的地区差异加剧了区域间的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不平衡。而且产业配套的影响最大,充分说明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专业化是更加需要良好的产业配套。 

对外开放。开放程度对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省际差距收敛具有负向效应。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差异程度在

2002—2016 年没有明显的变化,其离散系数从 0.68 略微下降到 0.62。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安徽与其他三个地区上面,2016 年安

徽的对外贸易额仅为上海的 10.23%、江苏的 8.72%、浙江的 13.20%。 

交通条件。交通条件对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省际差距缩小起正向作用。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各种要素资源的流

动。长三角地区道路运输一体化有力推进了长三角地区交通均衡发展,形成全国最为密集完善的交通网络,“同城效应”日趋显

现。模型中交通基础条件对专业化差距收敛影响的系数与其他变量相比较小。这是由于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产业集聚发

展的作用显著,但是交通基础设施也会加快区域间劳动力以及各种要素资源的流动,对落后地区产生“虹吸效应”[20],从而也会

加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4 总结与讨论 

2002—2016 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高新技术产业都有较好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的省际差距呈现缩小的情况,即存在

区域收敛趋势。研发投入、交通条件的发展有利于长三角高新产业专业化差距缩小;而产业配套的地区差异、开放程度的不平衡

对于缩小三省一市之间的高新技术专业化差距具有负向效应。就整体而言,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是高新技术产业

专业化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人才结构中的高层次人才不平衡对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差距缩小不利。大专、大学及

研究生以上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区域收敛具有负向效应。高层次人才越多越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越能与其他地

方拉开差距。正是由于高层次人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因而各地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竞相出台相关政策,“广栽

梧桐、争引凤凰”风起云涌。目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服务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

展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上海居住、教育、医疗成本不断攀高的情况下,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比较优势减弱。因

而,也要重视改善产业配套、提升开放程度,继续加强研发投入、改善交通条件。另外,目前各地竞相出台的“挖人”政策,也导

致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无序流动。实现人才的有序、合理流动是各地的普遍需求,但是人才的有序、合理流动没有清晰的界定,除

了依靠各地用人单位自律,还期待在国家的层面上从需求侧创新人才供给方式,比如建立人才资源共享与流动损益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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